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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个体职业流动是创业领域的核心变量，但鲜有研究关注职业流动与创业绩
效的关系。结合我国创业者特征，本文重点考察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影

响，并进一步探索它们之间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职业流动频繁的创业者创业绩效更好，“跨界”流动者与

“体制内”流动者的绩效更好，这验证了创业研究中的知识理论；社会资本在创业者创业

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创新导向分别负向调节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

与社会资本、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创新和职业流动的替代关系。

相关结论丰富了职业流动理论和以往关于创业绩效的研究，并为新创企业发展与战略转

型提供理论支持，也为政府相关部门在鼓励和培养创业对象等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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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背景下，新创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新

创企业的存活与绩效一直备受关注，特别是新创企业死亡率高这一现象是创业者、融资者、员工与

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关注点（Ｂｕｒｋｅ等，２０１８）［１］。有报告显示，不到一半的新创企业存活年数超过 ５

年（Ｂｕｒｋｅ等，２０１８［１］；Ｂａｒｔｅｌｓｍａｎ等，２０００［２］；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和 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１９８９［３］）。因此，如何提升创业绩
效已成为学术研究和企业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其中，创业者的个人特质被公认为在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创业绩效（Ｍｉｌｌáｎ等，２０１４）［４］，比如，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薛红志等，２００９［５］；杨俊等，

２０１４［６］）。鉴于我国社会经济转轨背景和创业环境的复杂性，创业者的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吕

鹏，２０１３［７］；Ｈｓｕ，２００６［８］）。从早期的“下海潮”到如今的“草根创业”，这不仅体现创业者阶层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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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长并被公众所认同，还折射出我国创业者独特的职业变化特点，即可能在创建企业前有着丰富

的职业流动（ｃａｒｅｅｒｍｏｂｉｌｉｔｙ）。所谓职业流动，狭义指个体在不同组织之间的流动（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
２００１）［９］，广义上包括工作变换、职业变换及行业、地域间流动等（Ｆｕｌｌｅｒ，２００８［１０］；Ｔｏｐｅｌ和 Ｗａｒｄ，
１９９２［１１］）。据《中国民营企业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１４—２０１５）》统计，６０％的民营企业家在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有过１～２次职业流动经历。从动态视角看，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不仅在流动频次上有差异，
还存在职业流动方向不同，尤其是由体制内外差异带来的跨体制流动不容忽视（张海东和杨城晨，

２０１８）［１２］。依据知识理论，个体职业流动不单是对职业经历的评价，还会在流动过程中积累信息和
知识，进而引发不同市场中资源与能力的创造、转移及破坏（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ｅｎ等，２０１６）［１３］。因此，创业
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和体制相关流动很可能是解释新创企业绩效的重要前因变量，其在微观层

面会形塑创业者后续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可能作用于新创企业绩效。那么，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

如何影响创业绩效？内在机理是怎样？权变条件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均有待回答。

以往关于个体职业流动的研究高度分散，研究主题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及管理学，且重点关注职

业流动的成因与结果（Ｍａｗｄｓｌｅｙ和 Ｓｏｍａｙａ，２０１５）［１４］。特别是个体的组织间流动会影响组织创新
（Ｓｏｎｇ等，２００３）［１５］、组织学习（Ｓｉｎｇｈ和 Ａｇｒａｗａｌ，２０１１）［１６］、关系管理（Ｓｏｍａｙａ等，２００８）［１７］及组织失败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２００２）［１８］等。这些研究强调职业流动对已建立组织的影响，且倾向于关注管理人员
（Ｂｏｅｋｅｒ，１９９７［１９］；Ｋｒａａｔｚ和 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２［２０］）。就创业研究而言，个体职业流动是核心（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ｅｎ等，
２０１６）［１３］，但以往职业流动相关研究鲜有立足于创业领域。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ｅｎ等（２０１６）［１３］发现地理和行业
流动增加了个体创业的可能性，且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没有影响，但他们仅考察了创业者广义职业流动

对创业态度与结果的影响，并没有进一步探索职业流动与创业结果之间的黑箱机制和发生的边界条件。

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市场化进程与所有制结构变革现实，将创业前职业流动纳入创业者个人

特质，从职业流动存量与体制属性视角细化职业流动，分别探讨职业流动频次和“跨界”职业流动对创

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同时，考虑到创业者过往职业是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推动力（李路路和朱斌，

２０１４）［２１］和创新导向的企业可能获得较好的绩效（Ｊａｎｓｅｎ等，２００６）［２２］，本文进一步从社会资本和创新
导向角度来探讨职业流动对新创企业绩效的中介机制和权变影响。利用对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

实证分析，发现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和“跨界”职业流动均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但其作用机制

因知识存量、体制资本及市场能力差异而不同，且其对创业绩效的正向作用通过获得社会资本间接实现。

同时，新创企业的创新导向越高，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对社会资本及创业绩效的正向效应均越弱。

本文的贡献如下：首先，本文发现了为什么有的新创企业能够顺利度过生存期并快速成长，而其

他新创企业却早早夭折的有关创业者个人特质的深层次原因，即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会影响创业

绩效。这突破了以往从静态视角关注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等创业者个人特质解释创业绩效的局限

性。其次，本文不仅发现了职业流动次数多寡导致知识和信息存量差异进而影响创业绩效的理论和

现实证据，还论证了不同职业流动导致的体制资本和市场能力优势强弱对创业绩效的解释差异。这

较早将个体职业流动理论引入创业研究，尤其对于基于人力资本视角下的创业研究提供了重要研究

思路。最后，本文不仅验证社会资本在创业前职业流动和创业绩效关系中的传导机制，阐明了人力资

本催化社会资本以利于创业，还发现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会因新创企业创新导向的倾向程度

不同而各异，丰富了职业流动理论和以往关于创业绩效的研究。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新创企业审视

创业者禀赋和制定适宜的成长战略，还为政府相关部门在鼓励和培养创业对象等方面提供经验支撑。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１．职业流动及相关文献回顾
职业流动早期研究隶属社会学范畴，随后被劳动经济学所关注。学者们依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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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对职业流动概念进行界定。Ｆｅｌｄｍａｎ和 Ｎｇ（２００７）［２３］基于“动机 －能力 －行为”分析框架提出职
业流动有工作变动、组织变动和职业变动三类，其中工作变动意味着职责、等级或者职级的变化；组织

变动主要针对个体受雇单位的变化；职业变动表示个体自身职业性质的改变。中国情境下的职业流

动不仅包含职位和职级，还与社会组织结构特征有关（张文宏和刘琳，２０１３［２４］；刘士杰，２０１１［２５］）。范
晓光和吕鹏（２０１７）［２６］以创业为职业流动终点，将私营企业主的职业流动分成“下海”“改制”“跨界”
“跳板”和“草根”五类①，并且认为企业主的不同职业流动类型存在着显著差异。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且鉴于我国创业者群际与其他国家存在的差异，本文立足组织变化与工作职位变化来衡量职业流动

频次，以组织性质变化作为衡量职业流动类型的主要指标，并重点关注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

从职业流动的结果变量来看，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方面：（１）个体收入。多数研究发现职
业流动能增加个体收入（Ｍｕｎｉａｓｉｎｇｈｅ和 Ｓｉｇｍａｎ，２００４［２７］；Ｏｓｂｅｒｇ和 Ｍａｚａｎｙ，１９８６［２８］）。（２）个体社
会地位或阶层。范晓光和吕鹏（２０１７）［２６］认为职业流动轨迹对个体地位认同有影响。吴愈晓
（２０１１）［２９］发现职业流动是低收入人群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３）组织结果。这包括创新
（Ｓｏｎｇ等，２００３）［１５］、学习（Ｓｉｎｇｈ和 Ａｇｒａｗａｌ，２０１１）［１６］、关系管理（Ｓｏｍａｙａ等，２００８）［１７］、组织失败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２００２）［１８］、创业（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ｅｎ等，２０１６）［１３］等。特别是鲜有研究进一步关注创业者创业前
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影响（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ｅｎ等，２０１６）［１３］。

此外，在创业结果研究方面，与职业流动较为接近的前因变量是创业者工作经验。对于新创企

业而言，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是最核心的资本（杨俊等，２０１４）［６］。多数研究认为职业经验对创业
有积极作用（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１）［３０］，但也有研究发现丰富的经验也会让创业者无法识别新的创业风险
（Ｔｏｒｎｉｋｏｓｋｉ和 Ｎｅｗｂｅｒｔ，２００７）［３１］。以往关于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的研究主要关注经验存量和经验
隶属性对创业结果的影响，比如，杨俊等（２０１４）［６］验证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工作经验均能加快创业
者创业行动速度。本文认为，职业流动与工作经验侧重点不同，前者关注不同职业（组织）之间知

识或资源的动态性变化，而后者仅是对创业前工作所累积知识或资源的整体静态反映。

２．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
依据知识理论，职业不仅是个体实现自身发展或积累工作经验潜力的简单肯定，更多传达了这

样的事实———个体通过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工作获取技能、专业知识和关系网络，进而积累信息和知

识库（Ｂｉｒｄ，１９９４）［３２］。职业不仅能存储知识，还可以删除、重新排列或替换知识（Ｂｉｒｄ，１９９４）［３２］，职
业变化带来的知识流动是将企业家和创业绩效联系起来的关键机制（Ａｇａｒｗａｌ等，２００７［３３］；Ｈｅｌｆａｔ和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２［３４］），即职业流动个体的创业行为就是转移知识，从过往职业组织中创造的知识流
向新创企业。本文主要关注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存量和流动体制属性的作用，即职业流动频次

和“跨界”职业流动分别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高意味着创业者在开创企业前具有丰富的职业流动经历。这促使创

业者能快速识别自身知识库与新创企业的相关性，并能以新的方式应用和转化这些知识，这些源自于

过往职业转移过程的抽象经验对其创业有积极影响（李涛等，２０１７）［３５］。同时，职业流动也提供一种
传播信息的方式（Ａｒｒｏｗ，１９６２）［３６］，创业者从过往流动中获取有关行业趋势、产品创新、新兴市场细分
等信息，并从经验中学习，从而提高创业绩效（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７）［３７］。此外，职业流动还是个体获得经
济、文化与社会等资源的合法路径（钟云华，２０１５）［３８］，流动频繁意味着经历不同工作类型或者组织，将积
累丰富的市场资源和体制资本，这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有助于创业者获得竞争优势，创业者将这些资源

和机会转移或复制到“新土壤”更容易获得成功（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２０１２）［３９］。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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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对职业流动的界定与其略有不同，范晓光和吕鹏（２０１７）［２６］更多地关注于与创业相比的流动，而本文则聚焦于创业
前的流动。



Ｈ１ａ：职业流动频繁的创业者的企业绩效会更好，也即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与创业绩效
呈正相关关系。

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是“体制内”组织（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和“体制外”组

织（外资、私营企业）并存。从静态视角看，“体制内”组织则更倾向基于权威的关系网络来获取资

源，而“体制外”组织则更注重基于交易链和信息桥的市场竞争机制（杨俊等，２０１４）［６］。李路路和
朱斌（２０１４）［２１］从体制资本和市场能力两个维度界定创业者位置，其中体制资本表征在“体制内”
位置，而市场能力指市场运作能力和市场交换时所占据的位置。创业者拥有的体制资本和市场能

力的强弱是相对的，且跟其创业前所处的组织性质有关。比如，“体制内”组织工作经验的创业者

拥有的体制资本更多，市场能力相对较少；“体制外”组织工作经验的创业者拥有的体制资本相对

较弱，市场能力更强（李路路和朱斌，２０１４）［２１］。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职业流动同时具有流动频次和流动方向的动态性差异（张海东和杨

城晨，２０１８）［１２］。杨俊等（２０１４）［６］也指出，即使创业者拥有相同的先前工作经验存量，不同部门或
职位本身异质的知识结构和运作逻辑也会影响其后续的创业结果。因此，创业绩效也会受到不同

体制的职业流动影响。中国情景下的创业者有在“体制内”组织内部流动的，也有在“体制外”组织

内部流动的，当然也有“跨界”流动的，且“跨界”流动是不可回避的（张海东和杨城晨，２０１８）［１２］。
“跨界”流动具体指创业者在创业前既经历“体制内”流动，又经历“体制外”流动，由此可知，那些

“跨界”流动者比“体制内”流动者拥有相对更多的市场能力，比“体制外”流动者拥有相对更多体

制资本，不同部门的职业互动沉淀的体制资本和市场能力对新创企业成长很重要。同时，跨不同性

质组织的流动使得创业者所处的知识流和信息流的位置不一样，包括类型、层次和密度等，在共享

表征、意义、价值观等角度的认知异质性和网络资源促使其更易获取高质量信息，这对于创业者发

现和利用创业机会非常重要（Ｒｏｇａｎ和 Ｍｏｒｓ，２０１４）［４０］。此外，从社会认知理论角度看，创业者决策
行为多是后天习得的，观察和模仿学习在创业中起到较大作用，不同体制部门的经验交织往往带来

优化的决策，并促进创业绩效（Ｈｍｉｅｌｅｓｋｉ和 Ｂａｒｏｎ，２００９）［４１］。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ｂ：“跨界”职业流动的创业者的企业绩效会更好，也即创业前跨不同性质组织的职业流动与

创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３．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
社会资本指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摄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种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资

金、信息等（边燕杰和丘海雄，２０００）［４２］。以往研究从不同角度衡量企业家的社会资本，如从政治资
本、政治关联、社会关系以及社交网络等。根据社会学结构理论的“空位竞争模型”，职业流动是个

体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或变迁的重要路径（Ｓｏｒｅｎｓｅｎ和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２００１）［４３］。本文认为创业者创业前
职业流动对社会资本有着促进作用。其一，创业前高频次职业流动会给创业者带来更好的信息和

资源，这种优势本身即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关系本身和信息的性质及数量（Ｘｉｏｎｇ和 Ｂｈａｒａｄｗａｊ，
２０１１）［４４］。比如，创业者与多家过往就职组织建立社会联系，通过交换信息和知识来创造社会资
本，可能获得一些本来无法获得的补充资源，从而创造额外的社会资本。其二，个体在使用社会关

系过程中会产生连续性或惯性。创业者作为社会关系受益者，由于自身对关系作用有较高的认同

度，所以在经历频繁的职业流动之后依然可能追求社会关系。职业流动发生后，创业者“了解谁”

的职业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即知道与职业有关的网络和联系内外组织（Ａｒｔｈｕｒ等，１９９５）［４５］，而在
高度混合和动态的市场环境中，经济活动需要融入社会关系中，这对于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至关重

要（Ｘｉｎ和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９６）［４６］。创业者职业流动意味着其个体知识、技能、信息等在不同企业间流动，
新创企业所占据的特定网络位置反映企业的网络地位和权力，激发创业者对政治和社会地位的需

求，这些都反映出流动更易形成丰富的社会资本（Ｔｉａｎ和 Ｌｉｎ，２０１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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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具有“跨界”职业流动经历的创业者拥有更有利的社会网络位置（范晓光和吕鹏，

２０１７）［２６］，这为其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提供便利（Ａｄｌｅｒ和 Ｋｗｏｎ，２００２）［４８］。“体制内”的职业经历
使得创业者对社会资本有着天然的追求属性，而“体制外”的工作经历会增加其对社会资本重要性

认知（边燕杰等，２０１２）［４９］，所以这些“多边”经历加强了“跨界”者对社会资本的追逐，“跨界”职业
流动的创业者更加不会拒绝追求社会资本（Ｎｅｅ和 Ｏｐｐｅｒ，２０１０）［５０］。同时个体如果在国有集体企
业就职过，这对其社会网络资本的积累有正向影响，对后来创建自己政治关系网络也非常重要（范

晓光和吕鹏，２０１７）［２６］。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ａ：职业流动频繁的创业者更愿意去获得社会资本，也即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与社会

资本呈正相关关系。

Ｈ２ｂ：“跨界”职业流动的创业者更愿意去获得社会资本，也即创业前跨不同性质组织的职业流
动与社会资本呈正相关关系。

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原则：与其他网络中个人关系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显著增强个体获取有

价值私密信息的途径（Ｆｅｌｄｍａｎ和 Ｎｇ，２００７）［２３］。多数研究支持社会资本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唐松和孙峥，２０１４）［５１］。社会资本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优惠（于蔚等，２０１２）［５２］，这是私营企业
有效的“战略”资源，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吴一平和王健（２０１５）［５３］认为社会资本对创业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因为创始人的政治身份给家族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等利益。因此，本文认

为，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又由前面假设可知，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正向影响社会

资本。这说明，无论是对于职业流动频繁的创业者，还是对于创业前经历“跨界”职业流动的创业

者，他们都是通过获得社会资本间接影响创业绩效，即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至少部分取

决于社会资本。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社会资本在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与创业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Ｈ３ｂ：社会资本在创业者创业前“跨界”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４．创新导向的调节效应
创新导向源于 Ｍａｎｕ（１９９２）［５４］的早期关注，并将其界定为企业战略范畴。创新导向越强，企业

越倾向创造、创新、风险及进取性行为（Ａｍａｂｉｌｅ，１９９７）［５５］。创新导向的构成要素包括创业意图和
创新氛围（Ｗｏｒｒｅｎ等，２００２）［５６］，学习驱动、氛围塑造和创新承诺（Ｓｉｇｕａｗ等，２００６）［５７］等。结合前
文对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本的研究梳理，本文认为创业企业的创新导向对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间关

系和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间关系均有调节作用。

首先，本文认为创新导向负向调节创业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的正向关系。Ｈｕｒｌｅｙ和 Ｈｕｌｔ
（１９９８）［５８］指出，企业的创新导向集中体现了组织学习哲学，企业会将学习作为激发创新的主要动
力。学习不仅促使企业监控外部环境以获得和吸收新的创新知识，摒弃陈旧的知识、既有的认知、

过往的思维和经验，还有助于这些新知识在企业内部传递、分享和存储。事实上，组织学习本质上

就是新知识的获取、转移、分享、应用等加工活动，并最终作用于企业绩效。显然，创新导向是通过

组织学习实现企业绩效，而职业流动则试图通过将创业者创业前累积的职业相关知识转化并应用

于创业绩效。这两条路径似乎是相悖的，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替代的。同时，创新导向与

创新氛围密切相关（Ｗｏｒｒｅｎ等，２００２）［５６］，创新氛围能有效挖掘员工对创新角色的自我认同和创新
效能的内部动机，为团队营造良好的心理安全感知。如果创业者一味将其过往的职业知识和经验

强加于高创新导向企业中，将不利于创新氛围的塑造与培育。因此，创新导向可能减弱创业者的职

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正向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ａ：创新导向负向调节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Ｈ４ｂ：创新导向负向调节创业者创业前“跨界”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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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文认为创新导向负向调节创业前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的正向关系。创新导向与创新承

诺密切相关（Ｓｉｇｕａｗ等，２００６）［５７］，高创新导向企业会更重视创新实施活动，包括基础研发和长期导向
等。相比低创新导向企业，他们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和分配到创新活动中，并且会不断试错和长期坚

持。相应地，考虑到资源禀赋先天不足，新创企业在追求社会资本上消耗的资源与时间会相对较少，

所以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社会资本。假设 Ｈ２ａ指出频繁的职业流动者更加愿意获取社会资本，而
那些流动较少者无法获取社会资本时，创新可能起到较大作用。有研究表明，高创新导向的企业会更

多地选择自由的市场竞争，从而降低对社会关系的需求。相反，当创业者无法通过社会资本使得企业

获取政府订单和补助、降低市场竞争风险的情况下，企业对创新的需求就会提升（袁建国等，２０１５）［５９］。
因此，创新导向可能减弱创业者的职业流动对社会资本的正向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５ａ：创新导向负向调节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Ｈ５ｂ：创新导向负向调节创业者创业前“跨界”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

图 １　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ｕｒｖｅｙ，ＣＰＥＳ）数据，ＣＰＥＳ由中央统战

部、全国工商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共同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每两

年进行一次。本文选取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第八、九、十和十一次调查数据。数据筛选和处理步骤如下：
首先，ＣＰＥＳ不是追踪式调查，仅从抽样企业编码并不能在时间维度上确认是否为同一家企业，所
以本文将２００８—２０１４这四年数据合并成为一个数据库。其次，本文关注的是新创企业，选择年龄
不超过８岁的企业。再次，删除一些存在不合理数值和所有变量缺省值的观测点。最终有效样本
为４９５８家企业，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分布样本个数分别为 ８１７、１４７０、１５７５、１０９６；行业统计显示，制造业
企业２１７４家（占比４３９％），服务业企业２３７１家（占比４７８％），其他产业仅占约８３％；从区域结
构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分布占比分别为５３３％、２９０％和１７７％。

２．变量定义
（１）创业绩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本文从销售指标和利润指标考察创业绩效，并分别操作化为企业

营业收入（ｓａｌｅｓ）和企业净利润（ｐｒｏｆｉｔ），对其取对数处理。
（２）职业流动频次（ｏｃ＿ｆｒｅｑ）。参照范晓光和吕鹏（２０１７）［２６］、Ｆｅｌｄｍａｎ和 Ｎｇ（２００７）［２３］，本文用

企业主创业前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组织）变动次数或者同一性质单位不同岗位变动次数来替代

职业流动的频次，ＣＦＰＳ包括创业者之前在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外资港澳台企业、
其他私营企业、“草根”（包括农村、个体户、军人、失业等）等５类的数据，也包含个体在同一组织内
不同岗位（如主要负责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数据，所以本文定义有过岗位或者组织变动的就

意味着职业流动，没有变动过也即该个体在创业前只在一个类型的组织的一个岗位工作过，将赋值

为０，其余则依据变动次数依次赋值。
（３）职业流动类型（ｏｃ＿ｔｙｐｅ）。本文将创业者创业前工作单位性质分为“体制内”（党政机关或

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体制外”（外资、私营企业、“草根”）。相应地，创业前职业流动类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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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类为“体制内”流动（ｓｔａｍｏｂｉ）、“体制外”流动（ｎｏｓｔａｍｏｂｉ）、“跨界”流动（ｔｒａｎｓｍｏｂｉ）和“无流动”
（ｎｏｍｏｂｉ），并将它们操作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如果职业流动类型属于该类，赋值为１，否则为０。

（４）社会资本（ｓｏｃｉｃａｐｉｔａｌ）。本文借鉴边燕杰和丘海雄（２０００）［４２］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同时参照
刘平青和郭慧超（２０１５）［６０］的做法，选取创业者政治关联和企业公益事业捐助这两个指标分别衡量
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即纵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又进一步参照巫景飞等（２００８）［６１］，分别将现任政府
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员四个选项定义为虚拟变量，如果创业者符合该选项就编码为 １，否
则编码为０，然后逐项相加，编码分值越大意味着其政治关联越强，即社会资本越多。此外，企业公
益事业捐助指标则用于后续稳健性分析，并直接使用捐助金额衡量创业者社会资本。

（５）创新导向（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参照周小宇等（２０１６）［６２］的做法，利用新创企业研发投入代理测度
创新导向，并以其研发投入金额作为创新导向程度的测量。

此外，本文控制变量包括创业者个体和企业层次变量，具体变量及其测度如表１所示。
表１ 变量及变量测度

代码 变量 测度方法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ａｌｅｓ 企业营业收入 取对数处理

ｐｒｏｆｉｔ 企业净利润 取对数处理

ｃａｒｅｅｒｍｏｂｉ
ｏｃ＿ｆｒｅｑ 职业流动频次

采用创业前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组织）变动次数或者同一性质单位不

同岗位变动次数来替代职业流动的频次，且依据变动的次数依次赋值

ｏｃ＿ｔｙｐｅ 职业流动类型
虚拟变量，有“体制内”流动（ｓｔａｍｏｂｉ）、“体制外”流动（ｎｏｓｔａｍｏｂｉ）、“跨

界”流动（ｔｒａｎｓｍｏｂｉ）、“无流动”（ｎｏｍｏｂｉ）之分
ｓｏｃｉｃａｐｉｔａｌ 社会资本 创业者政治关联和企业公益事业捐助金额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创新导向 研发投入金额

ｓｅｘ 创业者性别 男性为 １，女性为 ２
ｅｎｔｒｅａｇｅ 创业者年龄 调查年与出生年的年限差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创业者教育程度 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依次赋值 １～６
ｆｉｒｍｇｏｖｅｒｎ 企业治理结构 创业者权益占权益总额的比例

ｆｉｒｍａｇｅ 企业年龄 调查年与企业登记注册年的年限差

ｆｉｒｍｓｉｚｅ 企业规模 虚拟变量，企业平均员工人数有 ＜１００人、１００～５００人、＞５００人之分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所处行业 虚拟变量，有制造业、服务业和其他行业之分

ａｒｅａ 企业所在区域 虚拟变量，有东、中、西部之分

年份固定效应 年度 虚拟变量，有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之分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分析方法与模型
本文主要采用层级回归来验证上述假设，其中，主效应基本回归模型如式（１）和（２）所示：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β０＋β１ｃａｒｅｅｒｍｏｂｉ＋β２ｓｅｘ＋β３ｅｎｔｒｅａｇｅ＋β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β５ｆｉｒｍａｇｏｖｅｒｎ　　　

＋β６ｆｉｒｍａｇｅ＋αｙｅａｒ＋δ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γｆｉｒｍｓｉｚｅ＋λａｒｅａ＋ε （１）
ｓｏｃｉｃａｐｉｔａｌ＝β０＋β１ｃａｒｅｅｒｍｏｂｉ＋β２ｓｅｘ＋β３ｅｎｔｒｅａｇｅ＋β４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β５ｆｉｒｍａｇｏｖｅｒｎ　　　

＋β６ｆｉｒｍａｇｅ＋αｙｅａｒ＋δ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γｆｉｒｍｓｉｚｅ＋λａｒｅａ＋ε （２）

　　在检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时，根据温忠麟等（２００４）［６３］中介作用检验程序，除考虑方程（１）
和（２）之外，还需考察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本同时纳入回归方程的结果，模型如（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β０＋β１ｃａｒｅｅｒｍｏｂｉ＋β２ｓｏｃｉｃａｐｉｔａｌ＋β３ｓｅｘ＋β４ｅｎｔｒｅａｇｅ＋β５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β６ｆｉｒｍａｇｏｖｅｒｎ＋β７ｆｉｒｍａｇｅ＋αｙｅａｒ＋δ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γｆｉｒｍｓｉｚｅ＋λａｒｅａ＋ε （３）

　　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时，首先分析方程（１）的系数 β１，Ｚｈａｏ等（２０１０）
［６４］
指出，中介效应的成

立前提并不一定必须要主效应也成立。因此，本文直接进入方程（２）系数 β１和方程（３）系数 β２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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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如果它们都显著，进入 Ｊｕｄｄ和 Ｋｅｎｎｙ完全中介检验，即继续检验方程（３）的系数 β１，如果它不显
著，说明社会资本是完全中介效应，否则只是部分中介效应；如果方程（２）系数 β１和方程（３）系数 β２
至少有一个系数不显著，做 Ｓｏｂｅｒ检验，检验 Ｚ＝β１β２／（β

２
１Ｓ
２
β２＋β

２
２Ｓ
２
β１）

１／２
，其中 Ｓβ１、Ｓβ２分别是 β１、β２的

标准误。如果 Ｚ统计量显著，说明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成立，否则中介效应不成立，结束检验。
在检验创新导向的调节作用时，分为两阶段，回归模型如方程（４）。第一阶段，以企业绩效为

因变量，进行创新导向在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验证；第二阶段，以社会资本为因

变量，进行创新导向在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ｏｃｉｃａｐｉｔａｌ＝β０＋β１ｃａｒｅｅｒｍｏｂｉ＋β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β３ｃａｒｅｅｒｍｏｂｉ×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β４ｓｅｘ
＋β５ｅｎｔｒｅａｇｅ＋β６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β７ｆｉｒｍａｇｏｖｅｒｎ＋β８ｆｉｒｍａｇｅ
＋αｙｅａｒ＋δｉｎｄｕｓｔｒｙ＋γｆｉｒｍｓｉｚｅ＋λａｒｅａ＋ε （４）

四、实证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样本企业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年度分布统计如表 ２所示。从职业流动频次来看，创业前没

有职业流动的创业者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占到８０％左右，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几乎下降至６０％，表明
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有增加趋势。从流动组织性质来看，“跨界”流动创业者占比在逐渐增加；“体

制内”流动的创业者逐渐下降，而“体制外”流动的创业者越来越多。

表２ 样本企业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年度分布统计（％）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４年

ｏｃ＿ｆｒｅｑ
０ ８０３ ８１２ ６５４ ５８２
１ １７１ １５７ ２５６ ２９７
２ ２０ ２７ ６３ ９０
３ ０６ ０４ １５ ２３
４ ００ ０１ １１ ０８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ｏｃ＿ｔｙｐｅ
ｔｒａｎｓｍｏｂｉ ５７８ ６２５ ６４２ ５５０
ｓｔａｍｏｂｉ ２７３ １２６ ４２ ２２
ｎｏｓｔａｍｏｂｉ １４９ ２４９ ３１６ ４２８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各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３所示。样本企业平均销售额对数高达 ６２９１，而
平均利润仅为３１７６，二者标准差分别为 ２５４８和 ２４６２，说明企业间绩效差异较大。创业者创业
前职业平均流动仅为０３８３次，而从未流动者占７０９％，“跨界”“体制内”和“体制外”流动占比分
别为１７５％、２３％、９３％。社会资本均值为 ０８３４，企业平均创新投入标准差为 １３１５１，差异较
大。从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创业者职业流动频次、“跨界”流动均与创业绩效显著相关。虽然职

业流动、社会资本、创新导向等主要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其相关系数均不超过

０２００，表明它们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严重。
２．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表４为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结果。模型１和模型５为控制变量模型，模型２～模型

４和模型６～模型８分别是在模型１和模型５的基础上纳入职业流动变量。模型 ２和模型 ６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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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业流动频次后分别对销售额和利润的回归，结果显示职业流动频次不仅对企业销售额有正向

影响（β＝００７３，ｐ＜０１０），还与企业利润正相关（β＝０１０７，ｐ＜００５）。假设 Ｈ１ａ得到支持。
表３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和描述性统计①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ｓａｌｅｓ １
２．ｐｒｏｆｉｔ ０２３６ １
３．ｏｃ＿ｆｒｅｑ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８ １
４．ｔｒａｎｓｍｏｂｉ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１ ０７５０ １
５．ｓｔａｍｏｂｉ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３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０ １
６．ｎｏｓｔａｍｏｂｉ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４ ０３００ －０１４８ －００４９ １
７．ｓｏｃｉ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３７１ ０３１５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１ １
８．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７ １
均值 ６２９１ ３１７６ ０３８３ ０１７５ ００２３ ００９３ ０８３４ ０９５９
标准差 ２５４８ ２４６２ ０６９２ ０３８０ ０１４９ ０２９０ ０８４６ １３１５１

　　注：ｎ＝４９５８；在１％水平上显著，在５％水平上显著，在１０％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模型３和模型７结果表明，创业前“跨界”流动正向影响销售额（β＝０１４１，ｐ＜０１０），而对利
润却无显著影响，但影响系数依旧是正（β＝０１１７，ｐ＞０１０），与预期一致，假设 Ｈ１ｂ得到部分支持。
这说明“跨界”流动对创业绩效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尤其是对企业的销售额，但可能由于“跨界”带

来的复杂网络会形成一些“隐形”成本（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ｅｎ等，２０１６）［１３］，进而影响利润的提升。
此外，本文还探讨创业者非“跨界”流动的结果，即对比“体制内”流动和“体制外”流动的结果

差异。模型４和模型８结果显示，相比那些“无流动”创业者，“体制内”流动创业者的企业销售和
利润绩效更好（ｐ＜００５），而“体制外”流动创业者企业绩效与无职业流动的并无显著差异（ｐ＞
０１）。因此，相比“无流动”创业者，职业流动的绩效来源于“跨界”和“体制内”流动者，他们可能
带来了“市场能力”和“体制资本”，并有效促进创业绩效。

表４ 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因变量 ｓａｌｅｓ 因变量 ｐｒｏｆｉｔ

常数项
４５８２

（０２３６）

４５７２

（０２３６）

４５９５

（０２３６）

４６０２

（０２６０）

２１７５

（０２５２）

２１６０

（０２５２）

２１８５

（０２５３）

２１６６

（０２７５）

ｓｅｘ
－０１５５

（００７６）

－０１５０

（００７６）

－０１５２

（００７６）

－０２１６

（００８２）

－０２４３

（００８１）

－０２３５

（００８１）

－０２４０

（００８１）

－０２４６

（００８７）

ｅｎｔｒｅａｇｅ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１０９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９）

０１０７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１１７

（００３１）

ｆｉｒｍｇｏｖｅｒｎ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２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２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２０６

（００１２）

０２０５

（００１３）

０１４８

（００１３）

０１４９

（００１３）

０１４８

（００１３）

０１４７

（００１４）

ｏｃ＿ｆｒｅｑ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０７

（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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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因变量 ｓａｌｅｓ 因变量 ｐｒｏｆｉｔ

ｔｒａｎｓｍｏｂｉ
０１４１

（００７４）

０１１７

（００７９）

ｓｔａｍｏｂｉ
０４８７

（０１８８）

０４０２

（０２００）

ｎｏｓｔａｍｏｂｉ
０１０５

（００９９）

０１４４

（０１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４９５８ ４９５８ ４９５８ ４０９０ ４９５８ ４９５８ ４９５８ ４０９０
调整后 Ｒ２ ０４２５ ０４２６ ０４２６ ０４２２ ０２９３ ０２９３ ０２９３ ０２９６

Ｆ ２６３１ ２４５９ ２４６０ １８７３ １４７５ １３８２ １３７８ １０８６

　　注：在１％水平上显著，在５％水平上显著，在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前述中介作用检验程序，检验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如表５模型１～模型８所示。模型１和

模型２以社会资本为因变量，模型３～模型 ５和模型 ６～模型 ８分别以企业销售额和利润为因变
量。各模型整体均显著（ｐ＜００１），且模型３～模型 ５和模型 ６～模型 ８中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均
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１）。
表５ 职业流动、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①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因变量 ｓｏｃｉｃａｐｉｔａｌ 因变量 ｓａｌｅｓ 因变量 ｐｒｏｆｉｔ

常数项
０３８４

（００８９）

０４２１

（００８９）

４４０４

（０２３３）

４４０２

（０２３３）

４４０９

（０２３３）

１９９８

（０２５０）

１９９３

（０２５０）

２０００

（０２５０）

ｓｏｃｉ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４４４

（００３７）

０４４２

（００３７）

０４４１

（００３７）

０４３９

（００４０）

０４３４

（００４０）

０４３８

（００４０）

ｏｃ＿ｆｒｅｑ
０１３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４４）

ｔｒａｎｓｍｏｂｉ
０２０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 Ｒ２ ０２５４ ０２５１ ０４４２ ０４４２ ０４４２ ０３１０ ０３１０ ０３１０
Ｆ １１３４ １１１７ ２６２５ ２４６１ ２４６１ １４９３ １４００ １３９９

　　注：ｎ＝４９５８；在１％水平上显著，在５％水平上显著，在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首先，模型１结果显示职业流动频次与社会资本显著正相关（β＝０１３３，ｐ＜００１），假设 Ｈ２ａ得
到支持。同理模型２结果显示创业者创业前“跨界”流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β＝０２０６，ｐ＜
００１），假设 Ｈ２ｂ得到支持。其次，由于模型 ４和模型 ５表明职业流动频次对销售绩效不显著而社

会资本显著为正，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标准（温忠麟等，２００４）［６３］，社会资本在职业流动频次和销售
绩效之间具有完全中介效应。类似地，模型７和模型８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在“跨界”流动和利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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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限制，控制变量结果未在表中显示，备索，其他表一样处理。



间起中介作用。假设 Ｈ３ａ和假设 Ｈ３ｂ均得到支持。
同时，本文采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一步更精确验证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选择表５中的模型 ４，样

本量选择５０００，设定取样方法为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法。运行结果如表 ６所示，社会资本在
职业流动频次与创业绩效间的中介效应值为 ００５８，且 ９０％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０，中介效应显著，
这再次验证假设 Ｈ３ａ成立。同理，“跨界”流动对创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受到社会资本的中介影响，且
中介效应也显著，这也验证假设 Ｈ３ｂ成立。
表６ 社会资本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中介效应

变量
因变量 ｓａｌｅｓ 因变量 ｐｒｏｆｉｔ

中介效应 ９０％置信区间 中介效应 ９０％置信区间
ｏｃ＿ｆｒｅｑ ００５８（０００９） ［００４４，００７３］ ００５８（０００９） ［００４４，００７５］
ｔｒａｎｓｍｏｂｉ ００８９（００１５） ［００５４，０１３３］ ００９１（００１６） ［００５５，０１３６］

　　注：ｎ＝４９５８；括号内为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４．创新导向的调节效应检验
创新导向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７所示。分两步分析：一是对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

影响（直接路径调节）；二是对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影响（前路径调节）。首先直接路径

检验的结果见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７和模型８，创新导向与职业流动（频次和类型）的交叉项对企业
绩效的影响均显著为负（ｐ＜００５），假设 Ｈ４ａ和假设 Ｈ４ｂ得到支持。其次检验创新导向前路径调节
效应。模型５和模型６结果显示，职业流动频次、“跨界”流动分别与创新导向的交互项对社会资
本的影响显著为负（ｐ＜００１），这意味着创新导向分别减弱创业者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的正向关
系，也即创新导向越强的企业，创业者的职业流动对社会资本影响越弱，可能会降低职业丰富创业

者对社会资本的需求，假设 Ｈ５ａ和假设 Ｈ５ｂ得到支持。同时，本文继续利用表 ７中的模型 ３～模型 ４
和模型９～模型１０检验创新导向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职业流动与创新导向交互项的回归系数
在统计上显著（ｐ＜０１），再次验证假设 Ｈ４ａ～假设 Ｈ５ｂ得到支持。
表７ 职业流动、创新导向、社会资本与创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模型 ８ 模型 ９ 模型 １０

因变量 ｓａｌｅｓ 因变量 ｓｏｃｉｃａｐｉｔａｌ 因变量 ｐｒｏｆｉｔ

常数项
４５９９

（０２３５）

４６２６

（０２３５）

４４２９

（０２３２）

４４４２

（０２３２）

０３９０

（００８９）

０４２６

（００８９）

２１９８

（０２５２）

２２２３

（０２５１）

２０３３

（０２４９）

２０４２

（０２４９）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９）

ｓｏｃｉｃａｐｉｔａｌ
０４３７

（００３７）

０４３２

（００３７）

０４２２

（００４０）

０４２６

（００４０）

ｏｃ＿ｆｒｅｑ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１）

０１３６

（００１５）

０１１８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４４）

ｔｒａｎｓｍｏｂｉ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３）

０２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７８）
ｏｃ＿ｆｒｅｑ×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
ｔｒａｎｓｍｏｂｉ×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 Ｒ２ ０４２８ ０４３０ ０４４３ ０４４５ ０２５５ ０２５２ ０２９９ ０３００ ０３１４ ０３１６
Ｆ ２１８８ ２２０７ ２２０１ ２２１８ １０１０ ９９３ １２５３ １２５８ １２７３ １２８０

　　注：ｎ＝４９５８；在１％水平上显著，在５％水平上显著，在１０％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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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稳健性检验
由于职业流动发生在创业之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之间不会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但可

能出现“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分别就方法、变量选择以及样本选择等角度进行稳健性检

验①。（１）分位数回归分析。为进一步考察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本文采用非参数的分位数
回归方法更清晰地展示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不同分布的关系，结果发现在２５百分位点上创业
者职业流动频次、“跨界”流动均正向影响创业绩效，这些结论与前面主效应结果一致。（２）中介变
量的替代操作化。本文使用企业慈善捐助数额作为社会资本替代变量重新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

果显示社会资本分别在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间起中介作用的假设依然成立。（３）不同新创企业样
本。把样本企业年龄缩小至５岁，重复之前回归分析，除创新导向负向调节职业流动频次与绩效间
关系未得到支持之外，其余新样本得到的研究结论与前面研究并无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１．研究结论及讨论
（１）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

与创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相对没有流动的创业者，流动频繁会正向影响未来创业

的绩效，这也验证了创业理论中知识理论，也即职业流动可能带来知识流动，进而促进创业成功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ｅｎ等，２０１６）［１３］；其次，“跨界”流动有助于提升创业绩效，相较那些仅在“体制内”或
“体制外”工作过的创业者，在两者之间流动过的创业者的创业结果会更好；最后，在非“跨界”流

动中，“体制内”流动也显著正向影响创业绩效。我国创业者来源呈现多元化和独特的职业变化

特点，本文重点关注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较早将创业前职业流动纳入创业者特征进而回答如

何提升创业绩效这一问题，这拓展了个体职业流动理论和丰富了创业绩效的研究，创业成功不单

源于创业者的价值观（吕斐斐和杨青，２０１８）［６５］等要素，还取决于过往流动过程中积累的知识。
同时，更进一步地，创业绩效不仅跟创业者过往的职业流动知识存量挂钩，还跟其知识的结构相

关，这表现为不同职业流动导致的体制资本和市场能力优势强弱进而影响创业绩效的理论和现

实证据。

（２）社会资本在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这意味着创业者创业前
职业流动对创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通过社会资本来实现的。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ｅｎ等（２０１６）［１３］虽然较
早考察创业者创业前地理和行业流动对创业行为的影响，但并未探索职业流动与创业结果之间的

影响机制。本文找到了打开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之间的“黑箱”的一把钥匙，探索了

两者之间的传导机制，使以往研究得到了有益补充。同时，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显著正相关，这说

明职业流动能有效形成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对我国转型背景下的创业者而言，过往的职业流动经

历是获取政治资本或者社会联系的重要手段。

（３）创新导向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具体表现为创新导向不仅减弱创业前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
的正向关系，还减弱创业前职业流动与社会资本的正向效应。这说明新创企业高创新导向的创新

氛围和学习驱动等构成要素似乎跟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是相悖的，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

互替代的；同时，高创新导向的创新承诺等构成要素会降低新创企业将职业流动带来的知识优势转

化为社会资本的需求。换而言之，新创企业的创新导向能弥补职业流动经历或社会资本的不足。

这验证新创企业的战略导向是约束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的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发生作用的重要

边界条件，从而更准确地阐释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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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实践启示
本文对创业者和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启示。对于创业者而言，本文的研究表明创业者应该

审视自身的禀赋，特别是创业前的职业流动经历，认真评价创业前职业流动频次和流动部门属性，

识别优势和弥补劣势。具体而言，针对那些流动较频繁、有“跨界”流动或“体制内”流动的创业者，

不仅要利用频繁职业流动带来的知识存量，还要善于把握不同部门职业流动带来的体制资本和市

场能力，进而将这些知识、信息、资源等转化为政治关联、社会关系以及社交网络等社会资本来更好

地实现企业成长。而针对那些创业前职业流动较少或立志创业的“新兵”创业者，不要因其不具备

职业流动的个人特质而气馁，而是要看到创新导向和职业流动经历（或社会资本）之间可能存在的

替代关系。尤其当其较难获取提升创业绩效的社会资本时，创业者应该倡导创新导向战略，鼓励团

队进行创造、创新、风险及进取性行为。相应地，有创业打算的个体应根据自身职业流动经历选择

是否创业。特别是那些流动较频繁、有“跨界”流动或“体制内”流动的个体应该大胆主动投身于我

国创业活动中。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本文的研究表明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经历是解释创业绩效差异的深

层次原因，尤其职业流动的体制属性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相关政府部门不仅应该鼓励那

些职业流动频次较高或经历“跨界”流动的个体去创业，还应该在税收、融资等方面扶持那些企业

主具有丰富职业流动经历的新创企业，为其构建社会资本助力。同时，相关部门应该牵头搭建不同

体制组织的企业主之间交流互动平台，甚至提供“体制外”企业主到“体制内”组织挂职或轮岗机会

等。当然，针对那些职业流动经历较少或缺少“跨界”流动的创业者，相关部门还可以从政策指引、

资源帮扶等层面培育其创新导向的意识，专注研发等活动以弥补职业知识、政治资本或者社会联系

的不足。

３．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的研究不足。首先，本文对创业绩效操作化为销售和利润，并没有考虑企业

价值（如，回报率），未来可进一步分析创业者创业前职业流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其次，本文仅验

证了社会资本的中介机制，但职业流动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结果（如，创业者的地位感知），未来研究

可以继续探索职业流动与创业绩效间的传导机制。最后，本文只探讨了创新导向的调节作用，以往

研究发现创业绩效可能会受到多种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探讨更多边界条件，如关

系导向、多元化战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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